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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通过实证调查，分析了农民工对待子女教育的态度。结果显示，农民工对务工所在地

的社会环境总体上倾向于积极评价，但是对自身及子女可能受到的文化歧视与社会排斥也相当担忧，这

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民工子女由留守转为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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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从农民工关注的经济成本核算、文化冲突与社会排斥、家庭关系等方面，分析其如何看待子女

的教育选择，所用调查数据来自笔者于2006年5-7月对浙江义乌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调查。 

一、经济成本——选择的第一焦点 

从我们的调查结果来看，农民工对子女教育的期望是以“上大学”为主，期望孩子成为大学本科生和

研究生的占68.1%，大专的占12.1%，高中及以下的只占19.8%，这表明农民工群体中对子女教育的预期就

总体而言还是非常高的，这既有赖于中国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更来自于当前中国社会中城乡二元社会

结构中的城乡差别，尤其是农村孩子出路狭窄，教育仍然是当前农民子女跳龙门的“主干道”。在如此

高的教育期望下，农民工又是如何看待教育期望实现的经济成本的呢？ 

在我们的调查中，针对“孩子带出来”的负面评价中，“费用高”的评价有180人，占样本的75.0%，

说明经济成本是农民工思考子女教育问题的“第一理性”。调查中，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农民工是穷怕

了——苦日子的记忆及现实中沉重的经济压力让他们对于“钱”非常敏感，在处理家庭生活、人际关

系、子女教育等问题上，常常考虑的首位因素就是“钱”多少，这种条件反射式的意识，使“费用高”

成为远远高于其他选项的“中标”项，相对于城镇居民中的三大忧虑 “住房、医疗、教育”的排序，农

村人对教育的敏感甚于住房与医疗。换句话说，教育是农民工多元忧虑中的第一焦点。所以，费用问题

是农民工选择子女教育问题上的“不能承受之重”。 

为了印证调查数据，我们设计了另外一个题目，即“农民工之所以把子女留守家乡的原因是什么”，

结果显示，“老家上学便宜”是最高选择项，占到了调查对象的69.6%，而且是远远高于其他选项。那

么，农民工把子女带出来到底会增加多少开支呢？这种增加量是不是达到了农民工收入完全不能够承受

的地步呢？我们把农民工计算出来的“孩子流动出来增加的费用”与农民工的平均收入水平作一比较。

在调查的对象中，农民工年收入的平均数是12036元，中位数是10000元。由此，从农民工收入水平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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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流动出来增加的费用的比较可以看出，流动出来一个子女一年增加费用的平均值是农民工年收入水平

平均值的56.5%。换言之，就体现集中趋势的平均值而言，农民工让一个子女流动出来就要把超过一半的

收入拿出来“开支”掉。这种流动的成本代价相对于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来说是太高了，于是也就不难理

解农民工对经济成本关注的聚焦程度了。     

二、公办与民办——教育质量的困惑 

在将子女流动出来的农民工当中，63.5%的人解释自己把孩子带出来的好处是“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

育”，此项选择远远高出其他选项。这说明在经济压力不可抗拒的焦虑下，农民工对于子女流动出来与

追求子女教育质量进而改变子女命运与前途的关联还是有比较大的积极性。 

在将子女流动出来的情况下，农民工面对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学校的选择——公办学校与民办

学校之间做出选择。调查中，选择民办与公办学校时农民工考虑的第一因素为“教学质量”的占40.3%；

“教学管理规范性”占29.9%，“费用承受能力”占13.4%，“学校距离远近、方便程度”占16.4%。从中

可以看出，单纯地就农民工的第一考虑因素而言，其理性的最高比例集中在“教育质量”上——为了实

现子女跳龙门的目的，农民工让子女流动出来的第一重要目标是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勿庸置疑，公

办学校无论是师资力量、学校的地理位置、交通方便程度，还是学校的硬件设施、学习氛围、教学管理

等方面，都具有比民办学校明显的优势，但公办学校一般情况下都要比民办学校收费高，而且有各种

“门槛性”条件。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清楚地知道，由于客观现实中农民工所处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其收

入水平的低下，由此公办学校的教育优势与经济成本核算压力的冲突与矛盾，成为农民工选择学校时的

核心问题。从现有的关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报道及我们的调查中，可以肯定的是教学条件及其质量堪

忧，打工子弟学校的开办非常地简单，属于私人办学，缺少合法的办学手续；很多教师没有教育的经

验，是半路出家临时操起教鞭的，流动性很大。 

在社会媒介与城市普通大众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评价总体上呈现“消极倾向”的形势下，农民工是如

何看待农民工子弟学校与家乡学校的比较的呢？我们调查的结果是：认为农民工子弟学校比家乡的学校

要好的超过有效样本的三分之一；“差不多一样”的占29%，两项合计占有效样本的三分之二。由此，不

难理解那么多的农民工为什么愿意付出他们的血汗钱把子女送到被城镇居民与社会媒介看不上眼、甚至

是鄙视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中，中国城乡差别尤其是教育资源的差别再次得到了深刻的体现。 

在清楚理解了农民工在子女教育方面的现状评价之后，我们应该了解农民工如何预期其未来若干年内

的子女教育决策的——农民工会不会在子女教育选择上有大的变动、现在留守的会不会将来转为流动，

现在流动的会不会将来转回家乡，尤其是那些还没有上学的儿童的父母会如何决策。为此我们调查了农

民工对其子女教育方面的“将来时”。结果显示，农民工对未来五年内是否流动的预测“不会”的占

42.9%，57.1%的调查对象认为他们将会让孩子在流动地上学； 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对“老乡们是否会将

孩子流动出来”的回答中“大多数人会带出来”占51.6%；“大约一半的人会带出来”占21.0%；预测

“只有少数人带出来”占27.4%。 

由此，农民工不管是就自身个人情况的预测或是站在老乡的立场预测，未来的若干年内，农民工子女

选择流动的比例预计占总体的一半左右——现在流动出来的是三分之一。这说明在未来发展趋势中，虽

然农民工受到经济收入水平的限制，虽然农民工把经济成本核算视为第一焦点，但是综合考虑利弊得

失，农民工把子女流动出来的人会越来越多。根据2004年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国儿童

中心共同立项、财政部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助的一个调查，我国的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的总量达1982

万；周济2006年4月27日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关于普及义务教育和实施素质教育的工作报告中声称的流



动儿童与留守儿童的总量是2840万；我们暂且按照比较保守的数字2000万计算，未来若干年内现有的留

守儿童转为流动的数量将为300万以上。这将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就浙江省而言，根据浙江省教育厅公布的数据（参见浙江省教育厅：《我省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

题的有关情况》），2004年浙江省有流动儿童58万，其中正常入学的有56万；本调查发现流动出来的儿

童只占农民工子女的32.5%，这与全国农民工子女的流动率相当；如此推断，在浙江省务工的农民工的子

女未来数年内由留守向流动转变的规模大约在38万左右。 

应该说留守转为流动的增长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增长趋势的具体幅度有多大，可以在多大的

程度上实现，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从现有情况估计，浙江省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选择流动的需求一

定会增长，但增长幅度不会过大的理由是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适龄儿童总量若要有大幅度增长，需同时

具备以下条件：一是农民工的居住条件足以允许他们带孩子；二是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有较高的稳定性甚

至是一定幅度的提高，使他们足以有能力供孩子在城市读书。如果说居住空间条件具有比较大的压缩性

的话——农民工常常是一家三至五口人居住在总面积十个平方米左右的房间甚至是棚屋内，除了一张床

与必要的做饭工具外，似乎不能放下任何额外的东西。但是，收入水平及收入的稳定性是农民工把子女

带出来接受教育的必要条件。 

在调查结果中，“如果政府取消农业户口，自认为能够在城市稳定下来的把握成数”在8成以上的只

有25.8%；5-7成的24.3%；其余的人都是在5成以下，这说明农民工对于自己未来若干年内在城市里稳定

下来的预期把握不是很大。所以就总体的预期来看，农民工将留守子女转为流动的过程将是有一定阻力

的，其速度不会过于猛烈。 

三、文化冲突与社会排斥——流动的焦虑 

城乡差别的社会结构背景一再被我们提及，农民工在考虑子女教育问题上除了第一焦点——经济成本

外，重要关注的是孩子的成长环境，这里的环境应该说是教育条件之外的社会大环境——比如城市居民

对农民工子女是否有歧视或蔑视，如果有这些现象，作为父母的农民工如何看待子女所受到的遭遇——

虽然自身为了务工而不得不寄人篱下，忍受这种不公，但子女是可以选择的，可以把子女留在家乡而避

开这不光荣的一面。所以说，城乡在社会环境上的差别也是农民工考虑子女教育选择上的重点因素。 

根据社会化理论，一个人在社会化的成长过程中，会受到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媒介、社会环境等

多方面的影响，而事实上这些因素都是难以分开的，尤其是社会环境既可包含除家庭以外的各种因素，

也可以单独指学校、同辈群体之外的因素，本研究在这里是指包含学校与同辈群体因素在内的社会环

境。社会化理论认为，社会环境对儿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要超过学校教育本身，社会大环境的公平

与公正对人的影响越来越受到重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社会公正与公平、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等问题

近年来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并着手加强落实相关的社会政策，社会公开讨论公平与公正问题也

才能充分展开。 

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对所在务工地的社会环境的评价，总体上是倾向于积极的，认为务工所在地比

家乡好很多或好一点儿的占总样本量的72%；倾向于否定性评价的不到一成。这说明，农民工对城镇的社

会环境是相当向往的——虽然事实上农民工子弟学校不一定比家乡的学校好。但是，在子女教育问题

上，让子女在务工地接受教育当然可以受到更好的文化环境的熏陶，而同时也必须面对另外一重困惑与

焦虑——文化冲突与社会排斥，这一点在《接纳？排斥？——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的社会空间》一文中

有更详细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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